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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 9月，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

大会上指出，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

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

认同”。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各民族共享文化的研

究，并从各民族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挖掘、整理

与阐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元素。广西位于中国南

方，是稻作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亦是

历史上的“百越之地”，诸多民族和多元文化曾在此

交汇，如今拥有“刘三姐”歌谣、壮族“三月三”等各民

族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了一幅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图像。其中，河池铜鼓文化作为红水河

流域多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是研究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以及文化共生的经典案例。

铜鼓文化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广泛分布，尤

以红水河流域最为集中。河池市处于红水河流域的

核心地带，境内铜鼓文化资源丰富，活态传承形态完

整，形成了以铜鼓文化为核心的丰富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门类，其中，壮族铜鼓习俗(广西河池市)、壮族蚂

节(广西河池市东兰县)、瑶族祝著节(广西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等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广西铜鼓文化在红水河流域显现出邻近地区

各民族对铜鼓具有共同拥有、使用和对铜鼓活动共

同关注、参与的特点，并成为各民族共传共享的特色

文化符号。[1]河池市是以壮族为主的多民族地区，有

汉族、苗族、瑶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等世居

民族，总人口 433 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达

83.93％ [2]，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聚居人数最

多的地区之一，也是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丰富、代

表性项目最多的地区之一。河池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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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总量达 8740个 [3]，2013年申报成立了铜鼓文化

(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在广西多民族聚居的格局

环境下，广西铜鼓文化的发展体现出多民族文化的

共生性，这种共生关系不仅丰富了铜鼓文化的内涵

和形式，也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

重要的契机和平台。

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不仅是一种自然状态，也是一种可塑状态；不仅是一

种生物识别机制，也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4]文化共

生理论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同文化之间不

是互相排斥、互相消灭的，而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合、

互相促进的。[5]文化共生视域下的非物质文化形态

强调多种文化要素的联结、共栖和共存，主张在保持

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实现

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在当前社会发展背景下，文

化共生理论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交叉研究

正日益受到重视，其中包括两个主要的方向：一方

面，研究者通过文化共生理论的视角，探索了文化对

于中华民族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蔺海

鲲、哈建军认为多元文化共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思想基础，是人类社会实现文明共鉴、和谐共荣

的核心理念，体现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类文明交

融互动的发展机制和人类文明发展中强大的包容性

和融合力。[6]方堃、明珠认为中华文化的历史变迁体

现了多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共

生特征，建构多民族文化共生的共同体意识需要从

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出发。[7]另一方面，文化共生理论

也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支持理论，

在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政策制定和推进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么加利、付倩基于文化共生理论视角认为中

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内在机理在于文化的化育功

能，包括涵化主体共同信仰、培育人文共生观念、铸

牢民族团结意识、塑造民族文化品格等方面。 [8]梁

军、史钰泽以广西为例，阐述应从树立正确的中华民

族历史观、倡导兼容并包的共生交往观、营造互惠平

衡的发展环境、完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等四个方面

维系广西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局面。[9]韦亮节、黄家信

从语言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壮汉语言共生是一种

重要的语言生态，这种语言生态通过跨民族身份建

构的方式，塑造族群认同，凝聚共同体意识，推动民

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10]

上述学者的成果为深入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内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但这些研

究主要集中于单一学科、民族和地区，这为后续从文

化共生的整体性视角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具体路径提供了空间。本文从文化共生的视角，

以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为田野点，一方面

从历时性的角度阐释广西铜鼓如何从一个简单的烹

饪器物转变为多民族共传共享的文化符号、铜鼓文

化的功能和象征意义如何在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

交融过程中演化和发展；另一方面从共时性的角度

来看，铜鼓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整体性保护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实践及其意义。

二、层累演进：广西铜鼓文化的演化与发展

铜鼓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种文化形

态，其历史可以追溯至青铜时代。作为一种物质文

明，铜鼓文化在人类掌握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的基

础上出现，反映出了当时使用铜鼓民族的科技发展

水平。同时，铜鼓文化也与原始宗教的万物有灵观、

地域的民风民俗以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密切相关。在传播地域上，红水河流域共同拥有铜鼓

的地区往往处于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民族血脉相

通，社会结构相仿，容易形成共享的铜鼓文化。铜鼓

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见证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和辉

煌，对世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历史演化：铜鼓文化传承中的各族共创

在青铜文化的演化中，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创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对青铜的使用早在距今4000
年到 3500年前就开始出现，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三个

地区：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北方地区的辽宁和河北

一带，以及中原地区即黄河流域的河南和山西。 [11]

在青铜起源与文明初曙时期，燕山南北、黄河上游和

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冶炼技术与中原同时发展，一

些地区甚至领先于中原。[12]铜鼓作为中国南方与东

南亚少数民族的传统乐器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

根据考古资料，云南楚雄万家坝型铜鼓造于 2700余
年前的春秋早期，为出土最古老的铜鼓，源于滇中偏

西一带。[13]其中，各个民族在冶炼技术、铸造工艺和

艺术形态等方面相互交流、融合，进而创造出丰富多

样的铜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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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百越民族共同推进青铜冶炼技术的发

展，共同形成多彩多样的铜鼓文化。百越民族是中

国南方的重要族群之一。其中，于越是最早的一支，

也是文化最发达的一支。于越与干越一样，拥有早

期冶铸工艺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吴国被越

国征服，于越族人不仅控制了铜矿基地，还吸取了吴

国的先进冶铸技术，包括聘请了吴国和干越原有的

铸师名匠。这使得于越的金属冶铸工艺得到了飞跃

发展，在越王勾践的宝剑铸造技术上表现出高超的

技艺。 [14]在铸造工艺方面，吴越也较成功地掌握了

铸造不同器具所需的不同铜、锡、铅配方比例的先进

技术。在商周时期，长江两岸的扬越、干越和于越等

百越族人不仅向中原地区输送了大量的铜料资源，

使黄河流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青铜文化，也在

南方的百越民族地区，特别是扬越、干越和于越的分

布区内，发展了自身的冶金术，与黄河流域有着同样

古老的历史传统，可以视为中国冶金技术最早起源

地之一。[15]其次，在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发达的冶铸

技术逐渐传播到发展较为滞后的南方地区，大幅缩

短了岭南先民掌握青铜冶铸技术的过程，从而促进

了铜鼓文化的多样化和精美化发展。考古发现显

示，青铜器出土的地点明显增多，说明岭南地区的青

铜铸造水平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16]除此之外，1974
年在广西武鸣县出土的兽面纹提梁铜卣，其纹饰整

体特征是典型的中原文化风格，是中原地区和岭南

地区交流的见证。 [16]秦朝统一岭南后，大量先进的

冶铸技术不断注入该地区，推动了岭南青铜铸造工

艺达到新的高峰。例如，骆越地区与内地在铸造工

艺方面采用了类似的全范式和内模外范铸造法。[16]

另一方面，在铜鼓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楚国也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楚国的青铜冶铸业发达，对骆越

地区的青铜文化影响深远。广西铜鼓文化最早见于

右江流域。根据现有资料分析，最早出土于田东县

祥周乡的两面万家坝型铜鼓，墓葬所属时代为骆越

人在右江流域的居住时期。秦代以前田东属百越

地，春秋战国时期属骆越，骆越被楚灭亡后归楚管

理，《史记》中载有楚悼王曾派兵南平百越之地。 [17]

在这一时期，楚国青铜器的传入为骆越地区带来了

文明的信息，催化了骆越地区青铜文化的产生。而

后，骆越人逐渐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在春秋晚期或

战国初期开始铸造青铜器，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青

铜文化。关于骆越青铜文化与中原及滇池文化的关

系问题，从桂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

陶器上的云雷纹和夔纹等纹饰上看出，商周文化早

期就已传入骆越地区，与中原及滇池地区的文化存

在着交流与影响。 [18]再如，靴形钺与云南晋宁石寨

山、楚雄万家坝和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的半月形铜

钺相似，这表明骆越青铜文化是骆越与南方各地人

民智慧结晶。[19]

综上所述，铜鼓文化是各族共同创造的结果，古

代滇、濮、骆越民族与中原地区联系密切。不同地

区、不同民族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青铜技术的传播

和艺术的创新，为铜鼓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

路。这些文化交流与融合不仅促进了技术的进步，

也丰富了各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为中国古代文明的

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功能变迁：从炊器、乐器到礼器

铜鼓之所以能够在历史演化的过程中遍布中国

的红水河流域乃至亚洲的东南亚地区，很重要的原

因在于它满足了农业社会各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诸

多需要，因此能够在各民族地区得到不断的传承与

创新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铜鼓的功能也在不断

变化，从最早的炊器，到歌舞伴奏的乐器，再到祭祀、

庆典活动以及象征财富和权力的礼器等。

铜鼓源于铜釜，曾被作为炊器使用，早期的万家

坝型铜鼓形制比较原始，且基本均为素面或仅有很

简单的几何纹、爬虫纹和云头纹等装饰。铜鼓从炊

具向乐器转换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历朝

历代的史书、诗歌更不乏“铜鼓”伴以为乐的记录。

例如，广西花山岩画中含有铜鼓图像368个、羊角钮

钟图像 11个①，其中就有铜鼓与羊角钮钟结合的形

象，图像中的两种乐器可能用于配合演奏；《南州异

物志》记载：交广之界的乌浒人“击铜鼓，歌舞饮酒”，

生活在广西的北海、钦州、玉林等地乌浒人敲击铜

鼓，唱歌、跳舞，以助酒兴。[20]143～155铜鼓作为乐器，自

诞生便与铜鼓舞同在乐舞场面中出现，在祭祀仪式

上，铜鼓舞被作为一种媒介，用于沟通天地神明，祈

祷丰收，驱邪避疫等；在庆祝活动中，铜鼓舞则用以

表示人们的喜悦和祝愿。例如，在花山壁画上，就绘

有壮族先民跳铜鼓舞敬神的祭祀。到了现代，铜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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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的功能和意义发生了变化，已经逐渐成为一种艺

术表演形式，常常出现在民俗节庆、文化活动等场合

中。铜鼓舞作为民俗也被不同省市不同民族共享，

包括云南省文山壮族铜鼓舞、广西壮族自治区田林

瑶族铜鼓舞和南丹“勤泽格拉”铜鼓舞、贵州省雷山

苗族铜鼓舞等。

除此之外，铜鼓还被用作战鼓和朝贡的战利

品。《隋书·地理志》载：“俗好相杀，多构雠怨，欲相攻

则鸣此鼓，到者如云。”[21]1888说明铜鼓作为作战武器

时，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宋史·蛮夷二》中有关莫

氏土官进贡河池铜鼓的记载：“(莫洪皓)遣其子淮通

来贡银碗二十，铜鼓三面，铜印一钮。”[22]7275即河池铜

鼓在元代时期被当作朝贡的贡品之一。在《陈书》的

《欧阳頠传》中记载：“(欧阳頠)常随(兰)钦征讨……钦

南征夷僚，禽陈文彻，所获不可胜计，献大铜鼓，累代

所无。”[23]157欧阳頠将缴获的战利品上贡，包括有历代

都未见过的大铜鼓。既然参与了军国大事，铜鼓自

然也是国之重器和权力的象征。据《明史·刘显传》

载：“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24]5620出土于广西北

流市的西汉云雷纹大铜鼓是世界上现存体积最大的

古代铜鼓，公认为“铜鼓王”，关于北流型铜鼓《广州

记》中记载：“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

余。”[25]48这段话记载了东晋时代广州境内的俚僚人

铸造铜鼓的仪式，体现了古代南方民族首领对于王

权的追求达到了巅峰。

(三)交融共生：纹饰层累中的“多元一体”

铜鼓作为民族文化载体，在传承中既保持了岭

南文化传统风格和特点，也在传播过程中融合中原

文化不断衍生出新的功能以及形态，是中华文化多

元一体的重要体现。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铜鼓文

化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随着铜

鼓文化的辐射范围不断扩大，铜鼓文化逐渐成为多

民族共创、共享、共传的文化符号，既体现了各民族

共同参与文化创造的过程，也反映了不同民族之间

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在铜鼓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各

民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共同为铜鼓文化的发展注

入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例如，河池市内的壮族、瑶

族、苗族等民族都有铜鼓舞的传统，这些舞蹈在地域

和民族特点上各具风格，但都以铜鼓为核心元素，彰

显了铜鼓文化的共享性。同时，在铜鼓制作和工艺

上，不同民族也有各自的特点和传统，共同丰富了铜

鼓文化的内涵和形式。总之，铜鼓文化在红水河流

域的广泛传播和多民族共享特点，充分体现了各民

族的文化共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

标志。

首先，从传播的地域范围来看，现代铜鼓文化圈

以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为核心，辐

射红水河流域乃至东南亚地区。铜鼓文化是中国古

代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与东南亚

各国人民的共同文化遗产。铜鼓文化圈涵盖了广

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份，以及越南、老挝、

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家。铜鼓文化圈的形成和发

展，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和多民族的文

化共生，也反映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深厚友谊和

密切交流。从目前与铜鼓有关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来看，红水河流域共有7项：贵

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铜鼓十二调；贵州省

贞丰县的铜鼓十二调；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的铜鼓舞(文山壮族、彝族铜鼓舞)；广西壮族自治区

田林县的铜鼓舞(田林瑶族铜鼓舞)；贵州省雷山县的

铜鼓舞(雷山苗族铜鼓舞)；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的

铜鼓舞(南丹勤泽格拉)；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的壮

族铜鼓习俗。在当前众多传统文化趋于濒危的背景

下，铜鼓文化展现出了其仍然“活态”的特征，在广西

壮族的蚂 节、云南富宁彝族的跳宫节、贵州布依族

的砍嘎、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水族铜鼓节、西江苗族的

鼓藏节、傣族的蛤蟆节等活动中，铜鼓都是不可或缺

的。[26]铜鼓文化的繁荣不仅源于民族地区的传承和

发展，也得益于跨国界、地域的影响与互动。它作为

一种具有独特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文化形式，承

载着民族身份认同、历史记忆传承和社会凝聚力等

重要功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通过互相交流、借鉴

和合作，共同创造了一个活跃而多元的文化场域，为

铜鼓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从各民族交往的角度来看，铜鼓文化是中

国西南地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和象征。它起源

于古代的中国南方地区，主要涉及中国的汉族、壮

族、苗族、侗族、瑶族、水族、布依族、彝族、傣族、仫佬

族、毛南族、黎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以及越南、老

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民族。在长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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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中，这些民族之间发生了频繁的交流与互

动，铜鼓文化在这些民族之间传播和传承，成为他们

共同的文化标志和象征。因此，铜鼓文化是多民族

共同创造、发展和传承的一种文化现象，它见证了各

民族间的和谐共处、互相尊重和共同进步的历史进

程。在当今社会，保护和传承铜鼓文化，不仅有助于

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还有助于增进各民族的相

互了解和友谊，推动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再次，铜鼓纹饰中的南北文化融合。费孝通认

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大体上分为3步：

第一步是华夏族团的形成，第二步是以华夏族团为

核心扩大而成的汉族形成，第三步是南北两个统一

体的融合。[27]铜鼓纹饰的演化恰恰可以体现中国南

北文化的融合，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做文化的

注脚。宋元时期，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铜鼓纹饰上

出现了儒家(如龙纹、鱼纹、寿字纹、四出钱纹等)，道
教(游旗纹、符篆图、八卦纹、十二生肖纹等)，佛教(莲
花纹等)文化符号。其中，游旗是道教的旗幡，象征

道教的信仰；[28]140符篆是道士用于“驱鬼招神”的“天

书”；[29]163 十二生肖装饰题材，是受道教影响的产

物[29]136。它们常出现在明清时期的麻江型铜鼓，此时

的铜鼓趋于平民化和世俗化，装饰简约，布局松

散。[29]9这些纹饰在鼓面上的交织呈现出儒、释、道交

融的特征，彰显了中华文化“三位一体”的深层结

构。同时，岭南铜鼓对纹饰的运用也显现出骆越民

族对中原文化的吸收，是古骆越民族融入中华民族

“大一统”的有力佐证。此外，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

的结合还体现在中央王朝对南方边疆的治理上。《滇

黔志略》卷27记载：“马湖之彝……春秋焚侯故地，汉

为西南彝部，叛服不常。诸葛武侯征抚之，置铜鼓埋

镇诸山，稍就帖服。”[29]350中原利用铜鼓在岭南地区的

神灵作用，治理边疆的反叛。朱国桢《涌幢小品》也

指出“凡破蛮必称获诸葛铜鼓”[30]652，说明了铜鼓在岭

南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权力象征地位。中原王朝充分

利用这些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收服蛮夷之心，为中

央王朝在南方边疆的治理和统治提供了有力的文化

支撑。 [31]通过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的融合，铜鼓成

为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最后，铜鼓纹饰的层累现象体现了铜鼓文化的

多元一体。铜鼓的纹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层

层累加的现象，从最初的万家坝型开始，铜鼓纹饰图

案越来越复杂多元，内涵也越来越丰富。铜鼓的装

饰文化是铜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母题选择

和纹饰演化，受到各地区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因

素的影响。铜鼓上的每个装饰都是族群内部生活内

容的缩影，它们记录了人们祭祀信仰、生产劳作、战

争征伐等方方面面的历史事件，例如，在中原道教文

化的影响下宋元时期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鼓面上出

现了由羽人舞蹈纹演化而成的游旗纹，在广西少数

民族图腾信仰及中原铸造技术的影响下汉代出现了

由中原兽纹演化而成的蛙塑像、鸟塑像(如图1)，这是

体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文化共生的重要历史见

证，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符号价值和象征价值。具

体来看，铜鼓分为两个系统八种类型，形状多为圆形

或近似圆形，中间鼓腰稍微收紧，外观常铸造有各种

纹饰和图案。早期万家坝型是最原始的铜鼓，花纹

简单而古朴，太阳纹仅有光体而无光芒，鼓腰由线条

分隔成几个空格。鼓身内壁有单线勾画的菱形格

子、爬虫纹或云头纹。云南石寨山型铜鼓、广西冷水

冲型铜鼓、贵州遵义型铜鼓和越南东山铜鼓中开始

出现形象生动的翔鹭纹、羽人舞蹈纹等现实生活描

绘，其中翔鹭纹是古代骆越人尊崇的“雏鸟”图腾象

征。历史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以鹭鸟作

为装饰的革鼓。因为鹭鸟飞行时秩序井然，其蕴意

恰好迎合铸造石寨山型铜鼓的滇国奴隶主的需

要。[29]16～17以上铜鼓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主晕均保留

了翔鹭纹，并添加了本民族的新元素。越南东山铜

鼓在鼓面上加入祭祀图，冷水冲型铜鼓在鼓面添加

上蛙、牛、龟等图腾，遵义型铜鼓加入同心圆纹、雷

纹、树叶纹等几何图案。

综上，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纹饰逐渐形成了层累

式的结构。最初的纹饰以太阳图腾为主，后来逐渐

加入了各地民族特色元素，如翔鹭纹、羽人舞蹈纹

等，越来越瑰丽而繁缛的纹饰反映了先民对形式美

和装饰美的追求。此外，造型也越来越复杂，鼓面出

现立体青蛙、乘骑、水禽和龟等动物塑像。鼓腰、鼓

内壁和鼓足等处均出现精美的纹饰。根据历时性与

共时性视角制作的铜鼓纹饰的演化图中可以看到其

层累结构中的多元一体格局：其一，铜鼓文化的一体

性体现在其共同的功能、造型和纹饰(太阳纹)，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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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体现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铜鼓纹饰的差异性。

铜鼓文化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复合体，是各民族共创

共享共传的中华文化符号。其二，铜鼓纹饰的层累

结构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铜鼓文化自春

秋时期从云南传入广西，在越人文化和中原文化融

合的基础上快速发展，延续至今经久不衰。其三，铜

鼓文化还体现了南北文化的融合，以及南方各民族

的文化共生，这种共生关系使得铜鼓纹饰中的一体

和多元得以充分体现。

三、鼓韵交融：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

实验区内的民族“三交”

河池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位于广西西

北部，由红水河系、龙江河系两大水系组成，红水河

沿岸的村落几乎村村有铜鼓，红水河将沿岸各民族

连成一个整体，是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媒介。通过

贸易、移民和文化互动等形式，充分体现了各民族的

“三交”实践。

据统计，全世界铜鼓数量约有2400多面，河池现

藏传世铜鼓就有 1458面，占世界铜鼓藏数的二分之

一。[32]河池是传世铜鼓分布较为集中也是铜鼓文化

最发达的区域，包括红水河流域的东兰县(538面)、南
丹县(380面)、大化瑶族自治县(274面)、巴马瑶族自

治县(141面)、天峨县(41面)等。[33]208为了有效地保护

铜鼓文化，河池市于1997年发布了《关于保护民间传

图1 铜鼓纹饰与立饰的演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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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铜鼓的通知》，并决定于1999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

的铜鼓山歌艺术节，由河池 11个县市区轮流承办。

2004年，为了更好地推行保护工程，河池市在东兰县

和南丹县分别建立了铜鼓艺术生态保护村，同时设

立 10个铜鼓传习班。[34]2007年，在实施红水河流域

铜鼓艺术保护工程中，河池市政府对“每面铜鼓的主

人、产生地点、类型”进行图文记录并录入系统，实现

了对每面传世铜鼓的有效管理。2012年，原文化部

批复设立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实

验区保护范围涵盖河池市全境 11个县(区)。②实验

区既包括保护铜鼓习俗及其他非遗项目，也保护孕

育发展铜鼓文化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2019年颁

布实施《河池市民间传世铜鼓保护条例》，促进了国

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

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内，壮、汉、瑶、

仫佬、毛南、苗、侗、水族生活在山水之间，这里是各

族民众栖居共生的家园。红水河流域和龙江河流域

拥有民族特色浓郁、积淀深厚、自成一体的文化类

型。在红水河流域，铜鼓文化历久绵长，蚂 (农耕)
文化、长寿文化独具特色。沿红水河，瑶族支系的白

裤瑶、蓝靛瑶、布努瑶文化，次第排列，构成瑶族文化

走廊。在龙江河流域，壮族刘三姐山歌文化、仫佬族

文化、毛南族文化并立，实验区建设尊重各族民众的

选择，保护各族民众的权益。近年来，河池市针对铜

鼓文化的生态实验区建设不断取得进展，包含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 9项，自治区级

42项，市级 87项，县级 424项。多项措施得到了推

进，包括建设和命名5个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5
个非遗代表性项目传习所、5个铜鼓文化生态保护

村、5个非遗保护传习示范户，以及培养50名非遗代

表性项目传承人等。在这些努力的推动下，河池铜

鼓也开始走向全国和世界，多次在省(自治区)、市、县

舞台表演，并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和历史价值，受到了

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赞誉。

红水河流域铜鼓文化资源丰富，保存着数量较

多的传世铜鼓，与铜鼓密切相关的仪式、习俗以活态

传承形态存续。实验区里的各民族在铸造和命名、

启用和收藏铜鼓中，在婚庆、造屋、丧葬、节庆等场景

对铜鼓的应用中，展现了地方民俗文化的丰富性，契

合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共生和融合。首先，在铸造方

面，广西环江韦氏兄弟铸造厂自 1999年挂牌以来，

“新型铜鼓模具”“铜鼓铸造工艺流程”等方面获得国

家专利，现已产销数万面铜鼓。他们不仅研制出能

敲出26个音、更适合演绎的音乐铜鼓，还铸造出全世

界最大的铜鼓，并成功注册了“韦氏鼓王”商标品

牌。在命名习俗方面，南丹瑶族支系白裤瑶群众买

回铜鼓时为铜鼓举办“萨欧别”③仪式，反映了人们对

铜鼓文化的重视和珍视。其次，在启用和收藏习俗

方面，河池铜鼓文化作为一种仪式文化，启用铜鼓仪

式和收藏铜鼓仪式不仅彰显了人们对铜鼓文化的崇

敬和敬重，也为文化传承打开了新的局面。此外，多

种婚庆、造屋、丧葬、节庆等场景中都有铜鼓应用习

俗。在婚庆习俗方面，壮族、瑶族支系布努瑶使用铜

鼓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在丧葬习俗方面，瑶族支

系白裤瑶、布努瑶以及苗族和部分壮族有丧葬使用

铜鼓的习俗，反映了人们对逝去亲人的追思和缅怀；

在节庆习俗方面，铜鼓也成了春节、壮族蚂 节、瑶

族年街节、瑶族祝著节、苗族丰收节、壮族敬牛节等

多个节庆活动中的重要文化符号和用品，给活动增

添了欢乐和庄重的气氛。可见，铜鼓文化在河池地

区呈现出壮族、瑶族、布依族、苗族、彝族等多个民族

共享共传的鲜明特点。

在保护实验区范围内，铜鼓文化超越民族、地域

的分类系统，是具有引领性的核心文化类型，其体现

在两个方面：其一，铜鼓习俗本身贯穿于各民族文化

之中，铜鼓与各族民众的节庆习俗、歌舞娱乐、民间

传说与神话、地方信仰密切相关；其二，铜鼓文化所

呈现的礼乐合一、多族共享、深植乡土、崇祖敬老、聚

众同乐的特征成为整合文化资源的基础与标准。从

铜鼓习俗本身出发，设置铜鼓文化带，整合与铜鼓、

铜鼓习俗密切相关的文化资源。在这过程中，河池

市更是凭借其铜鼓数量多、使用民族多并与当地节

日联系密切、铸鼓技术高超和保护措施完善等多方

面的优势，并在国家级铜鼓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

整体保护下，传承和发展河池铜鼓文化，成为世界铜

鼓之乡。

四、广西铜鼓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具体实践

广西通过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

设，促进文创产业发展，深化旅游资源开发，以铜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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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为主线，将文化特色融入经济发展当中；建构文

化传承体系，扎根学校，将河池铜鼓文化传承下去，

让更多人了解和认知；建设少数民族村寨，厚植本地

文化根基，不断融合共建多彩乡村，增强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社会凝聚力。

(一)深化铜鼓文化产业发展，促进各民族资源共

享和优势互补

1.促进文创产业发展，彰显各民族共享的铜鼓

文化符号。活跃的文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跳动的脉

络，文创产品进入市场的过程，就是中华各民族有机

融合的过程。 [35]非遗文创不仅仅是商品，更是集文

化、历史、艺术于一体的实物载体。河池市铜鼓文化

保护实验区选择工艺精湛、有市场潜力的项目作为

试点，建立传统工艺工作站。传统工艺工作站由高

校、企业和地方政府联合组建，以传统工艺为基础，

以研培工作为主要内容，以保护传统工艺为前提来

进行工艺的创新和市场保护。广西博物馆开发的铜

鼓文化系列产品，如铜凤灯、翔鹭纹铜鼓等，将少数

民族文化与现代生活场景有机结合，展现了广西地

区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累蹲蛙茶壶、三

羊开泰茶叶罐、青花竹节套杯等瓷质系列产品，在纹

饰设计中融合了灵山型铜鼓的累蹲蛙造型，将陶瓷

文化与铜鼓文化进行有机结合，传递了多子多福、吉

祥幸福、风调雨顺、作物丰收等多种祝福，既展现了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瓷器工艺的卓越，还蕴含了

“祥瑞”“庄严”等吉祥尊贵的寓意，这些产品彰显了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文

化，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由此可见，文创产业的发展不仅带动了经济的

繁荣，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促进了中

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和认同感。在文创产品的开发

和推广过程中，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元素得到了充

分的交流和传承，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特色得以

融合，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和文化体

验。这也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

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特魅力和文化自信。通过文创

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还能够

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推动中华民族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

体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2. 打造铜鼓文化旅游品牌，传播民族文化自

信。2020年，习近平在文教卫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

上强调：“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

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

美。”[36]在 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铜鼓文化(河
池)生态保护实验区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中，宜州区市

民文化公园通过展演、展销、直播及图文展板等多种

形式，生动展示了铜鼓文化非遗代表性项目，突出展

示了河池市非遗保护工作“非遗+旅游”“非遗+乡村

振兴”优秀实践案例成果。此外，河池市还启动万人

游河池活动暨跨省游首发团发车仪式，组织区内外

游客深入实验区(宜州区、南丹县、东兰县、巴马瑶族

自治县)参观、体验铜鼓文化，感受河池浓厚的少数民

族风情，响应并落实自治区跨省旅游开放的政策。通

过举办蚂 节、年街节、祝著节等民族节庆，开展与铜

鼓文化相关的传承保护活动，坚持以群众为主体进

行活态传承，让铜鼓文化保护“见人见物见生活”。

文化旅游活动的开展，有助于少数民族居民和

外来游客之间的互动，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

交融，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外，铜鼓文

化旅游产品的推出和开发，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游

览和体验，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例

如，河池市第二十届铜鼓山歌艺术节，就吸引了来自

全国各地的游客近10万人次，为当地的旅游产业带

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

(二)培育中华文化认同，文化振兴构筑各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

1. 建构铜鼓文化传承体系，共传共享千古文

明。铜鼓文化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是中

华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和历史遗产。因此，保护和

传承铜鼓文化不仅仅是一件文化事业，更是一项民

族事业。传承涉及必不可少的因素包括传承主体、

传承空间和传承机制。传承主体包括致力于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民间艺人、社群(班、组、社、

队等)和相关组织等。在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

验区内，聚集了众多代表性传承人群体，同时，还有

一大群非物质文化遗产参与者和铜鼓文化的爱好

者。在这个区域内，各民族群众积极践行传统习俗，

体现了该区域内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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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社会基础。目前，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

区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8人、

自治区级传承人85人、市级传承人135人，传承人队

伍建设成效显著，为铜鼓文化及相关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承提供了基础和支撑。他们具有丰富的经验

和技艺，并在不断传授和推广中，将铜鼓文化与各民

族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

和精神价值。

传承空间是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赖的场所

和自然、人文景观，如社区、歌圩、作坊等传统的文化

空间，以及各类传习所、展示馆等传习机构。[37]为将

不同地域的铜鼓文化资源有机串联起来，形成一个

文化连贯的区域，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制

定了全面规划，以综合布局文化资源为重点，采取点

面结合的整体性和活态性保护措施，使人们能够更

加便捷地体验和了解铜鼓文化的丰富内涵。因此，

保护区规划了专门主题的文化带、文化走廊、文化

圈，作为保护区中层支撑系统。包括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确认、立档、保存、研究、宣传、弘扬、传承和振

兴。采取各种措施落实整体性和活态性的保护原

则，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相关的自然遗产

和物质文化遗产一并进行保护。其中，充分利用数

字化技术，建立数据库，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

建档、宣传和传播提高到一个新的技术水平。数字

化保护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主，也涉及

相关研究成果的数字化传播。

传承机制则是传统技艺、民间习俗的传承方式，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约定俗成的方式。

在保护实验区内，有多元化的传承机制，项目具有的

特殊传承机制应予以保护。保护区内的相关组织通

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和节庆，如铜鼓山歌艺术节、“非

遗进校园”等，推动铜鼓文化的普及和传播，营造了

良好的传承氛围。同时，他们还定期开展相关培训

和交流活动，为铜鼓文化及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承提供了切实的支持，激发了群众对于文化传承

和发展的热情和积极性。

2.扎根学校，以铜鼓文化纽带铸共识。学校是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主要平台。作为扎根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居地

区的民族教育学校，巴马民族师范学校在招收学生、

课程设置、教材出版、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注重贯彻

党的民族政策，该校在校学生中就有瑶、苗、仫佬、

彝、壮、汉等6个民族的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占学生总

数的85％以上。[38]为促进各民族学生之间的交流与

融合，学校在铜鼓文化传承与保护方面，利用乡土文

化资源，建设的民族艺术(东巴凤铜鼓艺术)文化传承

创新职业教育基地，注重铜鼓文化创新，积极引领学

生认识、热爱铜鼓文化。学校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专家和教学一线的教师的合作，将铜鼓文化纳

入教材内容中。编写了校本教材《铜鼓文化与铜鼓

演奏》。学校开设铜鼓文化与铜鼓演奏、铜鼓舞蹈等

课程，聘请铜鼓山歌文化大师及铜鼓文化艺术专家

带领学生习得铜鼓演奏技艺。同时，学校还成立了

铜鼓艺术协会，在学校内组织相关的兴趣小组和团

体，组织学生参与当地特色节庆活动，并资助这些社

团进行的展演和交流活动。他们曾将铜鼓文化和刘

三姐文化进行融合，制作出壮语版的《敲起铜鼓谢党

恩》，被央视、新华网等平台转播，展示了河池市铜鼓

文化的风采。

巴马民族师范学校在铜鼓文化传承与保护、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通

过文化纽带，把各民族师生“系”在一起，积极推进民

族团结进步工作；不断创新，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建设和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相融合，为其他少数民族聚

居地区的教育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近年来，河池

市43所中小学校及3所职业院校积极参与非遗进校

园活动，吸引了超过2.5万名学生的参与，为铜鼓文化

的整体性保护和传承提供了一个坚实的阵地保障。

(三)助推各民族互嵌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社会凝聚力

1.建设少数民族村寨，丰富铜鼓文化场域。村

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层单元，民族旅

游村寨中少数民族居民与外来游客频繁互动，形成

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间场域。[39]弄宁原

生态瑶族铜鼓民俗村，坐落于“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

游区”，是东兰红水河流域铜鼓文化旅游区的重要景

点和景区，2022年被国家民委授予“中国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称号。该村的瑶族铜鼓舞是其主要民族文

化，该舞蹈以猴的动作为主要表演形式，以敲击铜鼓

为主旋律，因此被称为猴鼓舞。瑶族铜鼓舞最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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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于元明时期的文献记载中，是东兰县瑶族支系布努

瑶所传承的民间舞蹈。该村保存有10面传世铜鼓，其

中最热闹的节日之一是“祝著节”，每年都会举行铜鼓

舞、赛马、斗鸟、射箭等多项民间传统文体活动。

在弄宁原生态瑶族铜鼓民俗村，少数民族居民

和外来游客之间的频繁互动，不仅使得铜鼓文化得

到更广泛地传播和推广，同时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加固。在这个村寨中，游客可以

近距离地接触到瑶族居民的生活和文化，了解他们

的传统习俗、民族服饰、民间音乐和舞蹈等，体验到

不同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风貌。而当地村民则

通过与游客的互动，了解到外界的不同文化和观念，

增强了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这种互动的

过程中，人们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流和学习，更重要的

是建立了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关系，形成了一种平等、

和谐、包容的社会氛围，这种互动不仅仅是文化上的

交流，更是民族认同和归属感的共同建构。

2.厚植铜鼓文化根基，融合共建多彩乡村。铜

鼓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

面，保护区将非遗保护传承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

在建设中厚植非遗文化元素，通过将少数民族的铜

鼓文化、蚂 文化等元素融入建筑改造中，以非遗文

化为道路命名，例如巴畴新城的铜鼓路、歌圩路、筒

噔路等街道，扩大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和交

流。这一做法不仅有利于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

化，起到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和凝聚力的作

用，同时推动村寨整体面貌提升，有利于吸引更多的

游客和投资，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依托

本地的文化资源，提出“队伍组建+”模式，探索寻找

民族民间文化宣传员和组建非遗传习志愿者服务队

等方式，组织开展民族文化会演、山歌对唱等活动。

同时，建立非遗保护民间组织和引导相关企业参与

非遗保护和传承传播工作，现拥有志愿者214名，成

立了东兰传承铜鼓文化协会等19个民间组织、协会，

共为 60个乡镇(社区)、180个村屯提供非遗保护传

承、讲座等服务。实验区建成铜鼓文化传承基地、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展示中心等传习场馆，并在基层

建设了铜鼓山歌亭、铜鼓舞台等展演场所，进一步保

护和传承非遗文化，让更多民众了解和参与到非遗

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实验区的做法是在尊重和保

护非遗文化的前提下，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得到了交

融共生，进一步加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和凝聚力。

五、结语

人类学大师克拉克洪(clyde kluckohn)曾在《人类

之镜》一书中提出，“人类学为处理当今世界的决定

性的困境提供了科学基础，那就是：外表相异、语言

不通、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如何和平共处？”[40]2费孝

通先生则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

同”描述一种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其深刻

内涵与中国“和合共生”的古老智慧遥相呼应，也与

“文化共生”的现代理念不谋而合。文化共生即尊重

文化的多样性。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背

景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过程，各民族文化的交

融共生则是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应该相互

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

特色，共同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进步，形成一个美美

与共的文化生态，共同维护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

铜鼓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

是“世界铜鼓之乡”河池市的骄傲和特色。铜鼓作为

一种古老的乐器代代相传，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

基因和精神血脉，既是文化延续的象征，反映了当地

的历史、宗教信仰和社会文化，也是各民族共创共享

的文化符号，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

体，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互鉴、和谐共生和共同

发展。在新时代，铜鼓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多元

的形式走进人们的生活，为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文化

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强大的精神

动力。因此，探讨河池市铜鼓文化所蕴含的文化多

样性和文化共生，对于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交融与

发展，全面展示广西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实践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资料来源于广西民族博物馆铜鼓展厅《万千图像》，调

研者：李星莹，2023年4月1日。

②核心区为东兰县、南丹县、天峨县，次核心区为巴马瑶

族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都安瑶族自治县、环江毛南族自治

县，延伸区为：金城江区、宜州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凤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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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萨欧别”是白裤瑶语的译音，意思是“取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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